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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转型研究  

 

国际体系转型与新时期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 
 

孙 德 刚 

 
摘    要：二战爆发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形成了多极格局，其中英法在中东开展了殖民外交，其

本质是掠夺；二战后，美苏超级大国形成了两极格局，开展了联盟外交，其本质是控制；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后，“一超多强格局”向“后一超多强格局”演变，以美、俄、欧和日本为代表的大国和大国集团在

中东谋求扩大军事影响，开展准联盟外交，其本质是维护军事安全。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也在中东

开展准联盟外交，但主张在平等协商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应对共同发展问题，其本质是维护民生，中阿

合作论坛、中国同埃及、沙特和苏丹等核心大国的双边合作机制以及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机制是中国开展

中东准联盟外交的三个主要平台。新时期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必然结果，中东安

全体系多元化、经济相互依赖和大国身份转变使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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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准联盟外交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07CGJ003）”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的前期研究成果。 

 

从大战略的视角来看，一切外交艺术无疑是努力增加朋友，同时尽可能减少敌人；努力增加

收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成本；努力维护安全，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主权的侵蚀；努力塑造对本国有

益的权力关系，同时尽可能减少受到牵连。选择结盟是为了增加朋友，选择中立是为了减少敌人，

在激烈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如果不想树敌，也就得不到朋友。
[1]35

但有些大国领导人却试图突破这

种两难选择，通过模糊的准联盟外交做到既增加朋友，又减少敌人，新时期美国、俄罗斯、欧盟、

日本、中国等大国在中东的外交便具有鲜明的准联盟外交特征，而国际体系从“一超格局”向“后

一超多强格局”演变则是大国强化在中东准联盟外交的重要动因。 
 

一、从近代欧洲的殖民外交到冷战时期的美苏联盟外交 
 
在二战爆发前的数百年历史中，以英、法等为代表的西欧大国为争夺中东资源和市场，开展

了殖民外交，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的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宗主国通过残酷的炮舰政策，以

强制和胁迫的方式，非法占领殖民地市场，掠夺当地资源，并源源不断地将财富运回本国，给殖

民地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国际社会分工不平等问题，同时将强势的欧洲文化灌输给当地人民。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除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成为独立国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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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处于英法委任统治之下，其中外约旦、伊拉克、埃及、巴勒斯坦、沙特和也

门等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和黎巴嫩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
[2]137

二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

是欧洲殖民外交白热化的必然结果，它削弱了欧洲列强的实力，并最终使英法在中东的殖民外交

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世界的权力中心从欧洲转移向欧亚大陆的腹地苏联和西半球的美国。 
二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取代多极格局，美苏联盟外交也开始代替欧洲的殖民外交。因此，真

正瓦解欧洲殖民外交体系的是美国和苏联。从美国宣布独立到二战结束约 169 年的历史里，美国

坚信自己是“山巅之国”，厌恶西欧的殖民外交，当时中立外交成为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基石。
[3]23

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外交，代表了一种新的国际战

略理念和全球治理模式。战后，支撑美苏两极格局的是以美苏为中心的威权联盟，可以说 20 世纪

就是联盟外交的世纪。尽管美国政府经历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多次轮流执政，对外战略的基本理念

经常发生变化，但联盟外交始终构成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基石，其全球安全战略表现为“巨弧形

战略”：在大西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形成了地域广阔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

在太平洋，美日、美—澳—新、美菲、美韩、美泰相继确立联盟关系，从而形成了美国维系太平

洋安全架构的双边军事联盟群，亦即“五指战略”；在中东，美国通过鼓励英国组建巴格达条约组

织，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建立了“特殊关系”。苏联也针锋相对，先后与中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等国开展联盟外交，并在中东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

利比亚等国建立“特殊关系”。美苏冷战实际上就是争夺盟友的过程，也是双方开展联盟外交的过

程。 
与近代欧洲殖民外交不同，冷战时期美苏联盟外交至少从书面条款上看是承认主权国家一律

平等的，大国的安全承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小国的国内稳定。但是，美苏联盟外交是建立在不

平等交换基础上，是操纵与被操纵、强制与反强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盟内部呈现“金字

塔”式结构。冷战时期为什么美苏青睐于联盟外交？格伦·斯奈德在《联盟政治》一书中分析了

原因：盟友间需要各种援助；结盟后盟友之间能够产生共同利益；结盟后盟友身份将发生变化，

共同体意识增强；联盟形成后其盟友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它的存在；遵守盟约是维护其声望的重

要手段。
[4]10 

 
二、从联盟外交到准联盟外交 

 
联盟外交尽管可以给相关国家带来安全、利益和稳定，但在维护国家自立和行动自由面前常

常黯然失色，盟约也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许多联盟成立后不久便名存实亡。为维护行动的便利

性，非正式的准联盟外交（Quasi-alliance Diplomacy）常常更具吸引力。准联盟威慑力不如联盟，

因为它具有模糊性、临时性和策略性，但这不一定影响其生命力。安全合作机制的生命力在于内

部机制的完备程度和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不管其合作形式是联盟还是准联盟。
[5]21-28

冷战结束后，

一超多强格局代替两极格局，大国间的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日益模糊，泾渭分明的军事联盟对垒

已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以美、俄、欧、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大国越来越青睐于

准联盟外交，这在中东表现得尤为明显。 
准联盟是对国家总的不结盟外交原则的有意背离。一国可声称不与对象国结盟，但在外交舞

台上采取灵活务实的安全合作。奥地利学者加特纳指出，战后奥地利宣布奉行中立政策，但中立

的概念会随着联盟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在 1990∼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奥允许多国部队飞机穿

越其领空，并选择加入欧盟和欧洲其他安全机构。
[6]8

中立与不结盟之间越来越难以划等号。国际

安全合作形式除联盟外，还应包括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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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联盟是一类特殊的安全合作模式，它比联盟更加宽泛和模糊，涉及政治、军事、非传统安

全等各领域，缺乏联盟那样有硬约束力的盟约，它的最大特点是动态性、隐蔽性和临时性。
[6]16-17

法兰西斯·比尔（Francis A. Beer）认为，国家间结盟后，常会形成复杂的官僚机构，它会强化联

盟机制。
[7]preface

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从长远来看能够使安全安排制度化，从而使联盟变成地区超国家

组织，像生物体那样能够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和自我调节。正如霍尔斯蒂所言：“哪里有联盟，哪

里通常就有共同体……联盟集团的等级制越明显，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极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8]38-39

同时，军事联盟的安全管理机制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北约建立了功能完备的安全管理机制，使

它不仅具有军事安全功能，而且具有政治协调、外交斡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功能。
[9]68

然而，

冷战后，除美国和土耳其联盟外交外，大国在中东基本采取了准联盟外交。准联盟安全机制的存

在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对国际规范和无政府状态的认识。国际规范的建立能够有效减轻国际

无政府状态。如果将规范视为一种维持和平的“稳定器”，准盟友之间在非正式安全合作指针基础

上建立的互信也能够成为一种“软约束”。 
 

三、冷战后大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外交处于十字路口。像北约和美日联盟这样的传统军事联盟何去何

从一直是困扰白宫战略家的重要议题。美国政府在联盟外交上有四种选择：第一，保持原有的联

盟关系，并将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第二，抛弃结盟形式，转而选择单边主义；第三，奉

行多边主义，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它作为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第四，在美国需要的时

候与其他有能力且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组成准联盟。
[10]75

其中，第一项是联盟外交，第二

项是单边主义外交，第三项是多边主义外交，第四项是准联盟外交。冷战后，美国政府实际上综

合运用了上述四种手段。正如哈斯所言，在“失规制”的冷战后时期，美国推行的是现实主义和

自由主义相结合、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相结合的综合手段，上述四种手段并行不悖。从外交实践

可看出，冷战后美国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成为其维护对外战略的两大支柱。目前美国在全球范

围内保留 8 个军事联盟，在海外有 330 余处军事基地和设施（见表 1）。美国还与 30 多个国家签

有 50 余个军事条约，向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军事交流

与训练协议，控制了全球至关重要的 16 个战略水道
[11]60

，开展了准联盟外交。例如，在中东，美

国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维护了同埃及的准联盟外交，控制了苏伊士运河战略水道和南地中海地区

安全；美国通过在海湾设立军事基地，同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以及伊拉克建立

准联盟关系，以遏制伊朗、控制波斯湾战略水道；美国通过与以色列频繁的军事交流、甚至在以

色列建立陆军训练基地加强对东地中海水域的战略控制。 
由此可见，冷战后美国支配中东、维护霸主地位依靠的不仅是联盟外交——在北约的框架内

加强与土耳其的安全合作，而且是准联盟外交，以色列、埃及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成为支撑美国在

中东准联盟大厦的三根支柱。美国中东准联盟体系以温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为中心，覆盖世界

重要战略地区，是美国实现中东战略的重要保证，也是其在海外用兵的重要志愿者和合作伙伴。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众多北约盟友（包括法、德、希腊等）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支持，但美国

在中东的准盟友成为实现美国中东安全战略的排头兵。 
美国中东战略的变化源于其大战略的调整。“9·11”后，美国政府对外安全战略开始发生改

变，从以往一味强调联盟外交向强调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并重的方向转变。在具体做法上，美

国一方面依靠北约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实施联盟外交；另一方面依靠与两类国家的准

联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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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部分学者和官员极力提倡“民主同盟”，试图与欧洲、日本、韩国、印度和以色列

等世界上近 100 个“民主国家”开展准联盟外交，形成新的安全合作架构，以取代当今联合国的

作用。这种准联盟外交的基础是政治共同体，亦即在美国主导下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

的基础上开展准联盟外交，重塑世界格局。美国准联盟外交在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朝核、伊核、达尔富尔问题上，也取得了积极成效。美国的准联

盟外交削弱了传统联盟外交的作用，甚至有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联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只不过是

个时间问题。
[3]181-200

目前，北约和美日军事联盟的功能已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它们在强调军事

一体化、从“反共”到“反恐”的功能转变的同时，积极发挥上述两个军事联盟的经济、社会和

政治功能，如北约军事联盟协定第 2 条强调了多党制和政治民主对于联盟生命力的意义。
[12]191 

其次，美国同转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主要体现在布什的“反恐”战争和反扩散之中。为使反

恐取得成效，美国同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沙特和埃及等转型国家构建了准联盟关系，开展

了准联盟外交。这种准联盟外交的基础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是共同的利益诉求。美

国决策者根据具体的任务需要开展准联盟外交，当目标实现后，准联盟外交自行终止，等下一任

务出现时，再根据新的任务和新的目标选择新的准联盟外交伙伴。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基于共同

政治意识形态的民主准联盟还是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意愿准联盟都会侵蚀美国长达 60 年的联盟

外交体系。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用动态的反伊斯兰或反恐联盟代替稳定的美欧、美日联

盟将是战略上的失误，因为前者只能服务于临时的和具体的任务
[13]87

，但是准联盟外交代替联盟外

交的趋势乃国际体系转型使然，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同样，冷战后以英、法、德为核心国家的欧盟也开始在中东开展准联盟外交。“9·11”以来，

以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威胁

逐步代替传统威胁，成为欧盟中东外交面临的新任务。为应对中东安全问题，欧盟主要依靠开展

准联盟外交而不是联盟外交，这对中东安全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例如，欧盟的地中海战略旨在

将北非阿拉伯国家乃至今后的地中海东岸国家纳入到欧盟战略发展中去，并试图与北非阿拉伯国

家、以色列开展准联盟外交，使地中海成为和平之海，欧洲人的内海。2008 年 3 月，欧盟内部已

就建立地中海联盟达成共识。 
俄罗斯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也别具特色。冷战时期，苏联曾经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

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建立过“特殊关系”；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实力自然不能与前苏联

同日而语，曾一度被迫在中东奉行战略收缩。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相继担任总统后，俄逐步恢复了

在中东的影响力。例如，利比亚政府据称承诺将班加西港作为俄在北非的军事基地；冷战时期苏

联海军使用过的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也有望重新成为俄国海军基地；甚至有报道称，俄罗斯还计划

在也门建立军事基地
[14]

；俄罗斯还通过核合作，增强了同伊朗的准联盟外交。近年来，俄罗斯在

中东地区积极开展军事外交，通过军售与军事技术合作等手段，维护了同中东地区核心大国如叙

利亚和伊朗的准联盟关系。 
相比之下，日本是个“迟到”的地区大国。长期以来，日本在中东奉行“搭便车”战略，不

愿意在安全上支付高昂的成本。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国内要求建立正常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

日本的安全自主意识逐步增强。
[15]52

阿联酋媒体 2009 年 8 月 1 日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已着手在非

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这是日本战后在海外首次开设军事基地
[16]

，旨在开

展对红海沿岸国家的准联盟外交；日本与以色列在军事、科技领域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以色列自

然成为日本今后开展准联盟外交的重要对象；海湾石油关系到日本的石油安全，与海湾阿拉伯产

油国在能源合作基础上开展准联盟外交也是日本中长期准联盟战略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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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美国在盟国的军事基地
①
 

国家 陆

军 

海

军 

空

军 

海军陆

战队 

合

计

国家 陆

军

海

军

空

军

海军陆 

战队 

合

计 

澳大利亚 0 0 1 0 1 日本 2 6 3 2 13 

比利时 1 0 0 0 1 韩国 4 0 2 0 6 

丹麦 1 0 0 0 1 卢森堡 1 0 0 0 1 

迪戈加西亚岛（英） 0 1 0 0 1 荷兰 1 0 0 0 1 

德国 8 0 2 0 10 巴拿马 4 2 1 0 7 

希腊 0 1 0 0 1 葡萄牙 0 0 1 0 1 

格陵兰（丹） 0 0 1 0 1 西班牙 0 1 0 0 1 

冰岛 0 1 0 0 1 土耳其 0 0 2 0 2 

意大利 1 3 1 0 5 英国 1 2 3 0 6 

      总计 24 17 17 2 60 

 
四、新时期中国在中东开展准联盟外交的必要性 

 
二战后初期，国际安全研究主要聚焦于核问题，后扩展至大战略问题、常规战争问题和国际

冲突的国内原因等问题，国际安全研究日益凸现跨学科、多领域特征。
[17]211

中国在中东也应当开

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准联盟外交，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形成了日益复杂的相

互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不仅存在于社会经济和贸易领域，而且存在于政治、安全和文化

领域，使国际社会日益凸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由于

国家的安全利益具有动态性，静态的联盟外交和中立外交已难以满足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需要，建

立准联盟关系、开展准联盟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亮点。 
第二，非传统威胁打破了传统威胁背景下形成的安全合作组织板块化现象，导致成员体应对

的威胁呈现破碎化趋势。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海外公民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使国家面临

的威胁日益多元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武器扩散、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社会不稳定性和环境

恶化等问题日益引起中国学界和政界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传统安全的界限，准联盟外

交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对于应对非传统威胁是一把“利剑”。 
第三，准联盟与中国不结盟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并行不悖，有利于中国在不结盟的总

前提下，在具体操作层面采取灵活务实态度，进退自如，积极参与安全合作。印度、古巴、埃及

等国在冷战期间均奉行不结盟政策，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但它们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

均与苏联保持准联盟关系，其他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并没有以此对它们加以谴责。当代中国亦是如

此。 
第四，当今世界联盟的传统安全功能逐渐衰弱，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日益突显。

与正式联盟相比，为一时或一事而像裁缝师为人订做衣服那样临时组建的志愿者联盟
[18]

（临时准

联盟）逐渐成为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安全领域突发事件增多，威胁的不确定性导致许

多大国在安全威胁面前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定做临时准联盟，准联盟成员可随时选择退出联合阵线

或降低安全合作的水平。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招募国际志愿者加入“倒萨”阵营，体现了准联盟

                                                        
① 资料来源：Edward A. Olsen, US National Defens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Grand Exit Strategy, London: 
Frank Cass, 2002, p. 199. 本表在原表基础上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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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性之特征，也彰显准联盟外交的强大机动性和灵活性，因而美国被类比为“经常约会的人——
有许多情人，却没有妻子”

[19]
。中国完全可以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等热

点问题上，与中东地区国家开展临时性准联盟外交，扮演建设性参与者的角色。 
 

五、中国开展中东准联盟外交的战略平台及其影响 
 
“9·11”后，中国积极开展对中亚的准联盟外交，有力地促进了一体化进程和区域主义的发

展，并已经形成了复合多元安全架构。这种架构既涉及传统安全，如军事对抗和均势等，又涉及

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等；既涉及大国，又涉及地区小国，各种安全合

作机制相互交叉，形成一种立体多维的安全架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国

家积极开展准联盟外交，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有力地维护了中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中国准联盟外

交的支点是什么？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主要基于三个平台，第一个是中国与中东核心

大国的准联盟外交，特别是埃及、沙特和苏丹三国对中国扩大政治影响力、维护能源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理应成为中国开展中东准联盟外交的主要国家；第二个平台是中阿合作论坛，它成为中

国与全体阿拉伯国家开展准联盟外交的重要机制；第三个平台是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机制，中国需

要同相关国家在共同关切面前开展磋商与合作，实施准联盟外交。 
中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将产生积极影响。第一，它削弱了美国主导的中东准联盟体系对地

区安全的影响，冷战后构建的以军事联盟和军事对抗为基础的美国中东权力格局逐步为美、欧、

中、俄、日等国构建的多边准联盟均势格局所代替；第二，它使中国从被遏制国和被防范对象一

跃变成了中东新秩序的建立者和体系的维护者，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伊核、达尔富尔谈判机制和

巴以冲突解决机制已经使中国成为未来该地区游戏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第三，中国在中东的

准联盟外交加快了中东区域一体化进程与和平进程。大国在中东以准联盟外交为主要手段的复合

多元安全架构将使中东安全体系朝着多边准联盟的方向发展，未来中东准联盟体系将不再具有鲜

明的排他性和军事对抗性特点。当然，美国在中东、东亚乃至全球的联盟体系不会一夜间轰然倒

塌，而是会经过较长的一段演变时间，最终由大国的立体多维准联盟体系所代替。
[20]106-126 

美国在中东的衰弱不仅表现为其因全球金融危机、伊拉克乱局和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而导致

的国力衰弱，而且表现为其准联盟体系的衰弱和对准盟友支配能力的下降，中东多极格局将更加

明显，建立在多极格局基础上的大国准联盟外交亦成为中东安全互动的“亮点”。中东联盟体系向

准联盟体系转变、中东联盟外交向多边准联盟外交转变是各国权力不平衡增长所致，它对中国外

交和大国关系来说均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奉行不结盟外交，西方大国奉行联盟

外交，为适应 21 世纪东亚安全形势的变化，各方均需要在准联盟外交层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如何

在非正式安全协定基础上构建多边准联盟机制将是各方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准联盟外交与欧

洲殖民外交和美苏联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不是为了掠夺与控制，而是着眼于解决人类面

临的共同发展问题，不具有排他性和军事对抗属性，主张在复合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促进各国的民

生改善，更好地维护和平发展的局面。中国在中东的准联盟外交强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主

张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问题，主张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这是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开展中东准联

盟外交的鲜明特点。 
 

六、结语 
 
国际体系转型是大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原因。二战前，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大国开展殖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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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用铁血的炮舰政策掠夺资源和市场，反映了欧洲的重商主义思想，并形成了“中心—外围”

的国际体系。战后，美苏两极格局成为影响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美苏在反对西欧国家殖民

外交的基础上开展了联盟外交，试图在意识形态板块的基础上重新组合力量，两国的联盟外交尤

为引人瞩目，其开展的联盟外交以构建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为目标，以牺牲中小国家的主权为手

段，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特点，形成了对抗性和排他性军事集团。从“9·11”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国际格局出现了“后一超多强”的新特征——美国的相对衰弱、新兴大国的崛起、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日益模糊、世界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多元化。西方国家的联盟外交面临着

内外部各种新环境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威胁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美、欧、俄、

中、日等在中东实施了准联盟外交，这种外交模式不提倡缔结军事盟约，而强调国家之间的平等

协商与合作，彰显安全合作的开放性（见表 2）。在不针对第三国的前提下，中国同具有共同安全

关切和利益诉求的国家依靠双边或多边机制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如达尔富尔、巴以

和平、核扩散、海盗、能源安全以及其他海外利益保护问题等。它旨在维护而不是损害中东对象

国主权，强调平等协商而非大国主导，强调共同发展而不是谋求军事扩张或霸权，强调民生改善

而不是民主变革。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是国际安全向全球安全转换的必然要求，是“后一超多强”

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和合文化与全方位外交的必然要求。 
表 2：欧洲殖民外交、美苏联盟外交与中国准联盟外交比较研究

① 
比较对象 

参照标准 

欧洲殖民外交 

（二战前） 

美苏联盟外交 

（冷战时期） 

中国准联盟外交 

（新时期） 

组织原则 军事占领 政治胁迫 自愿参与 

战略目标 占领土地和市场 增加政治影响力 促进共同发展 

依靠手段 单边控制 双边/多边协调 双边/多边协商 

内部管理 强制与胁迫 谈判与胁迫 谈判与磋商 

合作动力 经济利益 安全利益 多重利益 

依据条约 没有 共同防御协定 准联盟合作协定 

首要追求 欧洲利益至上 美苏利益至上 共同利益至上 

价值观念 欧洲的价值观 美/苏价值观 多元的价值观 

外部阻力 反殖民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威胁论 

意志执行 依靠硬权力 依靠硬权力和软权力 依靠硬权力和软权力 

基本理念 重商主义 现实主义 和平主义 

整合程度 单向相互依赖 复合相互依赖 复合相互依赖 

文化根基 强加欧洲文化 渗透强势文化 传播东方文化 

军事手段 直接军事占领与控制 建立军事基地 共同应对非传统威胁 

成员关系 中心—外围关系 金字塔式关系 平等关系 

内部互动 较少 频繁 频繁 

外部关系 排他性 排他性 包容性 

机制约束 缺乏国际机制的约束 联盟安全合作机制 非正式安全合作机制 

主权影响 无视殖民地主权 相互让渡主权 相互尊重主权 

公共产品 宗主国追求绝对私有产品 主要由美苏提供 各国共同提供 

                                                        
① 部分资料来源于 Daniel Okimoto, The Japan-American Security Alliance: Prospec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1998,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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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ing common development. Sino-Arab Forum, the bilateral cooperative mechanisms between 
China and core regional states, such as Egypt, Saudi Arabia and Sudan, as well as the consultative 
mechanism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regional hot-spot issues are three major platform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The big powers’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result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featuring comple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change of these states’ identit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Big Power Relations; Quasi-alliance Diplomacy; 
Military Bases;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  

（责任编辑：钮  松） 


